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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首发

政府网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
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摘　要：政府在网络动员过程中常常出现“工作不好做、民众不理解、结果不理想”等困境，症结在于公众网络参与不足。为

有效提高政府网络治理效能，须提高网络动员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激发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基于此，通过实验

研究探讨网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关系。针对200名受访者的实验结果表明：诱致型和宣传型

策略更能显著促进公众的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网络动员策略通过影响公众的趋近动机与回避动机，进而影响其数字

化合作生产行为；风险感知具有放大效应，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回避动机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负向效应越强。研

究结论可为推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提供参考。

关键词：政府网络动员；数字化合作；共同生产；合作生产；趋近-回避动机；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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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府与公众开展合作生产，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已

成为共识[1]。合作生产是指公共服务提供和治理中，政府

和公民通过伙伴关系进行资源整合与共同生产，以提高公

共服务质量和绩效[2,3]，目前已在公共安全[4]、社区治理[5]、

乡村治理[6]、环境保护[7]等领域广泛运用。网络治理中的

合作生产意味着政府与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制定网络安全政

策、分享网络安全信息、应对网络安全事件等方面开展协

同合作，具有多重价值。一是能减少政府协调成本，提高

网络安全维护的针对性；二是有助于政府提升应变能力、

创新服务方式、重塑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三是提升公众参

与意识，塑造互助精神，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然而，在实际网络治理中，合作生产的开展仍面

临诸多困境。一是基层政府在动员过程中存在动员方

向不明确、动员方式单一、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8]，导

致网络动员效果不佳，难以有效调动公众参与合作生

产。二是公众参与数字化合作生产的意愿和能力也有

待提升[9]，部分公众还存在“政府包揽”的路径依赖思

维[10]。这种政府动员不力、公众意愿不足的双重困境，

不仅影响数字化合作生产的成效，也制约着我国网络治

理体系和能力的优化提升。如何推动公众积极、有序、

持续地参与网络治理，亟待破局。

近年来，行为公共管理的兴起为分析政府动员与公众

参与提供了新视角，其中“趋近-回避”动机理论备受关

注。该理论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11]，

个体在面临压力情境时，会产生趋近或回避两种动机取

向，进而影响其情绪、认知和行为反应[12]。在网络情境

中，公众面临网络安全威胁、网络生活失序、网络舆情频

发等多重压力[13]，政府采取的网络动员策略会影响公众的

压力感知和应对动机，进而左右其参与行为[14]。目前，鲜

有文献系统考察政府动员策略如何通过影响公众的压力应

对动机进而作用于合作生产行为，现有研究多侧重某一方

面，缺乏将政府动员、公众动机和行为整合考察的研究。

本研究拟整合现有研究，构建“政府动员-公众动

机-公众行为”的理论模型，通过实验研究探讨政府网

络动员策略影响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因果机制。

拟重点探讨以下问题：①政府网络动员策略与公众数字

化合作生产行为间有何关系，不同类型的动员策略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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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数字化合作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②政府网络动

员策略影响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如

何；③如何优化政府网络动员策略，以更好地激发公众

参与数字化合作生产的积极性。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网络动员策略与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在网络安全治理中，政府采用不同的网络动员策略

来引导公众参与数字化合作生产，这些策略可能通过激

励或压力的方式产生不同的效果。目前，常将动员策略

划分为强制式动员与诱导式动员两类[15]，强制型动员侧

重以法律或政治权力等强制力迫使行为者顺从；诱致型

动员侧重以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利益交换来达到预期目

的[16]。此外，动员过程中的价值宣传亦是重要的动员手

段，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宣传型动员策略[17,18]，侧重通过

信息传播、思想教育、树立模范典型等来促进公众对动

员目标的共鸣。本研究综合学界主流观点，将政府网络

动员策略划分为强制型网络动员策略、诱致型网络动员

策略和宣传型网络动员策略三类。

⒈强制型网络动员策略与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现有文献对强制型动员策略的效果存在不同看法，

一方面，强制性任务的惩戒属性可能改变公众的成本

收益权衡，使其选择服从以避免惩罚，客观上增强公

众合作生产行为[19,20]；另一方面，强制策略可能剥夺公

众的自主权，损害自主性体验，削弱内在动机[21]，且占

用个人时间，影响其获得支持和认同，降低持续参与

动力[22]。有效的网络动员策略应通过激活公众内驱型动

力、功用型动力等以促进公众可持续参与[23]。然而，强

制型策略所体现的不平等、不信任等特征，可能破坏协

作基础[24]，且其偏重动员物质资源，忽视意识形态动员

和文化整合，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合作生产秩序。本研究

认为，在网络治理领域，公众能否持续参与数字化合作

生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主性和内生动机能否得到

满足。然而，强制型网络动员策略通过命令、惩戒等手

段强制推动参与，可能损害自主性，引发心理反弹，削

弱持续参与的内在动力。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与不实施动员策略相比，强制型网络动员策略

显著减少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⒉诱致型网络动员策略与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有学者认为，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利益诱导的作

用可能下降[25]，过度依赖外部激励也可能挤出内在动机，

影响合作生产意愿的持续性[26]。然而，结合网络治理特

点，诱致型网络动员策略可能发挥更积极作用。首先，网

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公众参与的自主性，使得诱因激励可能

成为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的更有效手段。其次，网络安全

事件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公众不仅需要参与意愿，还需

要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而合理的激励措施能够吸引更多人

参与并提升参与能力，从而提高合作生产质量。再者，针

对性激励有助于突出多元主体的价值，激发责任感，加强

利益融合，推动构建可持续的合作生产机制。因此，诱致

型网络动员策略通过提供物质或精神激励，改变了公众参

与数字化合作生产的成本收益预期，激发了公众的参与动

机。同时，该策略尊重公众的自主选择权，满足其自主性

需求，有助于培育内在参与动力。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与不实施动员策略相比，诱致型网络动员策略

显著促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⒊宣传型网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的影响

宣传型网络动员策略通过信息传播和价值引导，塑造

公众对网络事件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影响其参与行为。宣

传型策略通过突出事件的紧迫性和破坏性，唤起公众的后

果意识和责任感，促使其将参与行为内化为道德义务，从

而助推合作生产行为的产生[27]。宣传型策略是一种框架整

合过程，通过战略性话语强调事件影响，为公众参与赋予

道德意蕴，激发风险感知和使命感，营造有利于动员的话

语环境，克服“搭便车”心理。合作生产亦强调文化认同

的重要性，宣传型策略通过体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理

念，描绘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图景，为参与各方搭建信

念协调、情感联结的桥梁，培育“命运共同体”意识，奠

定数字化合作生产文化基础。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与不实施动员策略相比，宣传型网络动员策略

显著促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⒋强制型网络动员策略与诱致型网络动员策略的比较

相比强制型网络动员策略，诱致型策略在促进公众

苗青　罗贻文·政府网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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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方面可能更具优势。两类策略在动

员方式、参与自主性、能力感知和内在动机等关键维度

存在显著差异。第一，在动员方式上，强制型策略依靠

法律强制和权威压力驱使参与，诱致型策略则通过物质

或精神奖励来激励参与，导致了不同的参与体验和心理

感受。第二，在参与自主性上，强制型策略通过命令和

惩罚削弱了参与的自主性和自我认同，可能引发心理反

弹；诱致型策略为公众提供了参与的选择权，满足了自

主性需求。第三，在能力感知上，诱致型策略所提供的

物质奖励常被视为参与能力的肯定，有助于提升个体的

能力感和内部动机，而强制型策略则缺乏这种激励效

果。第四，在内在动机上，诱致型策略所传递的精神奖

励和价值认可，更能激发个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产生

持久的行为驱动力，而强制型策略可能会削弱内在动

机。已有研究支持上述分析，发现强制性措施可能引

发不满，降低个体后续参与意向[28]，而认可性激励在组

织和志愿服务情境[29]都被广泛验证能取得更好效果。据

此，提出以下假设：

H4：与强制型策略相比，诱致型策略能更有效地促

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⒌强制型网络动员策略与宣传型网络动员策略的比较

宣传型网络动员策略较之强制型策略，在促进公众数

字化合作生产行为上可能更有效。两类策略主要在以下维

度存在差异：第一，在参与动机上，强制型策略依赖外部

控制，易引发心理反弹，难以激发内生动力和持续参与；

宣传型策略则通过唤起问题意识、厘清角色价值，帮助公

众将参与内化为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更利于形成持久行

为驱动力。第二，在规范激活上，宣传型策略为责任规范

激活提供必要的信息线索和情境基础，引导个体将责任内

化为道德义务，推动其采取行动；强制型策略在这方面作

用有限。第三，在行为可持续性上，宣传型策略通过培育

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唤起内生动力，取得更持久效果；

强制型策略导致的行为可能随外压减弱而难以为继。已有

研究证实了宣传策略在塑造积极行为方面的独特效用，如

在组织变革中，愿景传播通过厘清变革意义、凝聚价值共

识而有效塑造变革支持行为[30]；在志愿服务中，“变革型

领导”通过培育角色认同和使命追求而更能激发持续投

入[31]。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5：与强制型策略相比，宣传型策略能更有效地促

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⒍诱致型网络动员策略与宣传型网络动员策略的比较

宣传型策略虽然能通过观念塑造和意识唤醒促进公

众参与，但在将态度转化为持续行为上却存在局限，还

需外部诱因的辅助。相比之下，诱致型网络动员策略在

促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方面可能更具优势。两类

策略主要在以下维度存在差异：一是在回报的时效性

上，宣传教育影响具有滞后性，难以让参与者立竿见影

地体验价值回报；而诱致型策略提供的及时反馈，能满

足参与者心理预期，激发参与热情。人们偏好近期确定

回报，及时奖励更能塑造巩固行为[32]。二是在需求的匹

配度上，网络情境下任务繁重，公众更倾向寻求直接利

益确认，单纯精神激励力有不逮；而诱致型策略适时回

应公众急迫需求，短时间内汇聚广泛参与。三是在动员

绩效上，大量实证研究，如灾害响应中的经济补偿[33]、

传染病应对中的疫苗隔离补贴[34]，证实了诱致措施在促

进社会动员中的有效性。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6：与宣传型策略相比，诱致型策略能更有效地促

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二）网络动员策略影响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的机制建构

⒈强制型网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的影

响机制

强制型网络动员策略会通过增加公众的回避动机和

减少趋近动机，削弱公众参与数字化合作生产的意愿和

积极性。首先，强制型动员会增加公众的回避动机。作为

一种威权性策略，强制型动员通过施加外部压力迫使公众

参与，引发公众对参与风险和成本的高估，激发其规避损

失的趋避心理[35]。在回避动机的驱使下，个体参与更多出

于降低损失的考量，缺乏积极追求收益的内生动力，导致

被动参与难以转化为高质量、可持续的合作生产投入[36]。

其次，强制型动员会减少公众的趋近动机。成功的合作生

产需要以公众的自主性参与为基础，而趋近动机如责任

感、获得感等正向参与动机是推动参与行为持续的关

键。然而，强制型策略削弱了参与的自主性，缺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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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互信、精神激励等良性互动，难以激发公众的趋近动

机，反而强化了参与的负面体验，助长了逆反心理和不满

情绪。由回避动机驱动的敷衍式参与质量不高，且易随外

力减弱而难以为继。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7a：强制型动员策略通过减弱公众趋近动机来抑

制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H7b：强制型动员策略通过增强公众回避动机来抑

制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⒉诱致型网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的影

响机制

诱致型网络动员策略通过影响公众的趋近动机和回

避动机，进而促进其积极持续地参与数字化合作生产。

第一，诱致型动员会增加公众的趋近动机。诱致型动员提

供的物质与精神激励和参与氛围，能引导公众关注参与带

来的获得感与成就感，激发其正向参与动机，驱动其投入

更多时间与精力，追求高质量参与。[37]平等对话、精神激

励等方式则满足了参与者的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产生内

生、持久的趋近动机，使自主参与更契合参与者诉求，带

来更佳体验感和绩效表现。[38]第二，诱致型动员会减少公

众的回避动机。物质精神激励降低了公众对参与成本的顾

虑，缓解了规避风险的趋避心理，而良性互动与伙伴关系

则营造了支持性氛围，减少了疏离感和不安全感，进一步

降低了回避动机。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8a：诱致型动员策略通过增强公众趋近动机来促

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H8b：诱致型动员策略通过减少公众回避动机来促

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⒊宣传型网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的影

响机制

宣传型网络动员策略主要影响公众参与数字化合作生

产的趋近和回避动机，进而促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意愿

与行为。一方面，宣传型动员通过凝聚共识、塑造责任意

识和集体认同，影响公众对议题的集体诠释，唤起集体行

动责任感，激发个体基于道德情感和内在驱动力的趋近动

机，使其在参与中获得更多正向体验，表现出更高的任务

投入和持久性。[39]另一方面，宣传型动员强调互相尊重，

营造包容支持的氛围，能缓解公众对参与风险的担忧，减

少疏离感，降低回避动机。同时，宣传动员强化集体认

同，唤起公众对共同利益的关切，削弱个人利益受损顾

虑，进一步降低回避动机。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9a：宣传型动员策略通过增强公众趋近动机来促

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H9b：宣传型动员策略通过减少公众回避动机来促

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三）风险感知的边界作用

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的主观评

估，反映了个体对潜在威胁的认知和情绪反应。在数字化

合作生产情境中，公众面临着网络安全威胁、个人信息泄

露、数字欺诈等多重风险，其风险感知水平将显著影响其

参与合作生产的行为动机和决策过程。在高风险感知下，

公众可能出现两种相反的行为倾向：一种是风险规避和

过度防御，导致合作生产意愿和参与度下降；另一种是主

动参与风险管理，提升防范能力，形成抵御风险的合力。

前者源于自我保护本能，后者则源于忧患意识和集体认同

感的觉醒。相比之下，在低风险感知下，公众亦可能出现

风险忽视或风险偏好两种倾向，影响数字化合作生产的质

量。前者源于个体对网络威胁认知不足，危机时刻将无法

发挥协同效能；后者源于个体未正确认识风险的严重性，

受高额回报诱惑而接受高风险，忽视了参与的潜在危害，

二者都将不利于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的提升。

风险感知作为链接外部情境和个体行为的心理机

制，通过调节个体的趋近和回避动机，显著影响其在数

字化合作生产中的参与。一方面，高风险感知可能唤起

公众的趋近动机，推动其积极采取应对行动，通过参与

数字合作生产共同维护网络秩序、消除共同威胁。当公

众感知到网络安全形势严峻，数字参与可能带来隐私泄

露、经济损失等风险时，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可能被激

发。[40]作为一种行为诱因，高风险感知促使个体从自我

利益转向公共利益，激发分享网络安全知识、提供技术

支持等利他行为，促进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另一方

面，高风险感知也可能引发公众的回避动机，加剧自我

保护倾向。当感知到网络风险可能直接危及个人信息安

全、设备安全乃至人身财产安全时，公众往往更倾向于

采取防范和规避策略，以降低潜在损害。[41]正如面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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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网络安全事件时人们可能选择退出高风险平台、减少

信息分享等“避险”行为，在日常的数字合作生产情境

中，持续的高风险感知也可能抑制在线参与热情，导致

协同贡献和互动频率下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0a：风险感知高时，回避动机对数字化合作生产

行为的影响被放大；反之则被抑制。

H10b：风险感知高时，趋近动机对数字化合作生产

行为的影响被放大；反之则被抑制。

综上，本研究建立政府网络动员策略影响公众数字

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参见图1），后续将通

过实验研究验证其因果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

实验旨在验证：①政府网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

作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H1-H6）；②趋近动机及回避动

机在网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影响的中介

作用（H7a-H9b)；③风险感知对趋近/回避动机影响公众

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调节作用（H10a、H10b）。

（二）研究方法

⒈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分为“强制型动员组、

诱致型动员组、宣传型动员组和对照组”，考察不同动员

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及趋近/回避动机

的中介作用。实验分为预实验和正式实验两个阶段。预实

验阶段通过线上问卷和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80名

被试对实验设计的反馈意见，并据此优化实验情境描述和

问卷呈现顺序。正式实验通过见数平台选取200名被试，

随机分配到各组。实验流程包括：阅读网络安全情境、判

断所呈现的动员策略、汇报趋近/回避动机及参与网络安

全守护计划扩散消息以及行动意愿，并填写个人信息。

图1　实证分析框架

⒉实验材料的编制

实验材料的编制主要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收集并

改编现实生活中常用的政府网络动员策略，使其既反映

现实，又符合研究目的。为控制文字量对测量结果的影

响，每个情境描述控制在100-150字左右。第二，通过文

献回顾和焦点小组讨论确定三种主要动员策略，设计初始

情境，并通过两轮预调研优化情境描述。第一轮调研显

示情境判断正确率仅为53.89%，经专家意见修改情境表

述方式和关键内容呈现后，第二轮调研中正确率提升至

90.13%，表明修订后的实验情境适用于后续分析。

⒊变量的测量

⑴自变量：网络动员策略的操纵

自变量为网络动员策略，借鉴现有学者对网络动员

策略的区分和测量方法[18]，将网络动员策略分为强制型

网络动员策略、诱致型网络动员策略和宣传型网络动员

策略三种，具体情境设置参见表1。

⑵因变量：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测量

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采用多重指标测量[42]，包

表1　不同网络动员策略的情境设置

网络动员
策略类型

情境描述

控制组

连日来，我市市民热衷的网站“都市潮”出现
舆情。有非法组织散步不实信息，宣布某银行
资金链断裂、金融风险的消息，导致一些银行
出现挤兑，也有市民在此期间被不法分子利
用，被告知账户冻结等虚假消息，导致银行卡
盗刷，损失巨大

强制型
现要求在48小时内，知情者提供各种线索，如
有隐瞒不报情况，将纳入个人诚信记录，并将
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诱致型
现要求在48小时内，知情者提供各种线索，有
效信息将获得200-1000元不等的奖励，并纳入
我市净网行动达人榜

宣传型
现拜托市民朋友，彼此关心，广泛传播，警惕
网络舆情，防范诈骗的信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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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扩散警示信息、检举可疑行为等题项（参见表2），

采用5点计分，量表信度良好（Cronbach'sα=0.76）。

为控制社会期望对意愿测量的影响，本研究增加实际行

为的测量指标。通过呈现虚拟志愿活动预约信息，记录

被试是否浏览预约时段，以此反映其实际参与意愿，并

在实验后告知被试预约为虚拟设置。

⑶中介变量：趋近动机和回避动机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改编自Anderson等的7点评分量表测量

趋近动机与回避动机[43]。趋近动机测量关注个体对参与

网络安全守护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的关注程度，回避动

机测量关注个体对参与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的担忧程

度，分数越高表明动机越强。

⑷调节变量：风险感知

采用刘楠等的5点评分量表测量个体对网络安全危害

的风险感知[27]，评分范围为1(非常小)至5(非常大)，题项

为“请评估您受到网络安全威胁的可能性有多大”。

⑸控制变量

本研究通过网络随机抽样和线上独立调查降低组间

差异，但仍控制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居住地、月

收入和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确保结果可靠。

⒋实验操作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设置单选题“你认为上述情境符合以下哪

种动员策略？”检验自变量操纵的有效性。被试需根据情

境选择对应的动员策略类型（强制型/诱致型/宣传型）。

数据清洗时剔除匹配错误的问卷，以确保操纵有效性。

⒌被试

本研究使用G*power3.1软件预估样本量。在中等效

应量（f=0.25）、显著性水平（α=0.05）和统计功效

（Power=0.80）条件下，需要至少180名被试。研究通

过见数平台招募被试，该平台具有版本控制、配额抽样

和质量保证等优势。共回收200份问卷，剔除7份无效问

卷后，最终有效被试193名（人口学特征参见表3）。所

有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有权随时退出研究。

被试人口特征分析如下。性别分布中，女性占比

56.5%。年龄分布显示了主要集中在18～40岁之间，

其中18～25岁占45.1%，26～40岁占49.4%。文化程度

上，本科学历者占大多数（63.7%），也包括高中及以

下、专科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政治面貌方面，样本

既包括中共党员（29.0%），也有共青团员（34.7%）

和群众及其他（36.3%）。收入分布跨越了从4000元

及以下到10000元及以上不同档次，4000元及以下占

表2　变量的测量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传播意愿 您是否愿意积极扩散警惕虚假消息？

行动意愿
您是否愿意积极检举揭发对网络安全有碍的可

疑行为？

可投入时间

天数

请问您最长愿意参与政府组织的网络安全行动

多久？

实际行为 是否预约参与当网络安全守护计划的志愿者

趋近动机

我认为参与网络安全守护计划实现自我价值

我认为参与网络安全守护计划能赢得社会荣誉

我认为参与网络安全守护计划能结交新的朋友

回避动机

我认为参与网络安全守护计划可能会影响我的

正常生活

我认为参与网络安全守护计划可能会让我卷入

很多无聊的事

我认为参与网络安全守护计划可能会占用我的

私人时间

风险感知 请评估您受到网络安全威胁的可能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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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被试人口学特征情况

特征指标 分类 频数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84 43.5%

女 109 56.5%

年龄

18～25岁 87 45.1%

26～40岁 95 49.4%

41～65岁 11 5.5%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14 7.3%

专科 10 5.2%

本科 123 63.7%

硕士/博士研究生 46 23.8%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56 29.0%

共青团员 67 34.7%

群众及其他 70 36.3%

收入

4000元及以下 69 35.8%

4000～7000元 47 24.4%

7000～10000元 55 28.5%

10000元及以上 22 11.4%

居住地
城市 112 58.0%

农村 81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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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居住地以城市居民为主（58%）。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信效度分析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

差，第一因子解释的总变异为33.3%，低于40%的标准

值，且结合实验干预手段，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由于网络动员策略为离散变量，将其他三

个量表变量（趋近动机、回避动机和数字化合作生产

行为）作为三因子模型，开展信效度检验。信度分析

显示，趋近动机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03，回避动机的

克隆巴赫系数为0.875，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克隆巴

赫系数为0.756，均在0.7以上。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

明，三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参见表4），达到推荐标准。

（二）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取值范围如表5所示。在

因变量中，意愿层面（传播意愿、行动意愿及可投入时

间）得分较高，实际参与行为得分较低，显示意愿与行

为存在差异。在中介变量中，趋近动机（M=5.19）高于

回避动机（M=4.32），表明被试普遍具有较高的趋近动

机。调节变量风险感知程度中等偏高（M=2.97）。

（三）组间平衡性检验

对四组被试的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分析，以检验随

机化分组效果。表6结果显示，性别、文化程度、政治

面貌和居住地等变量随机化控制良好，但年龄和月收入

存在显著组间差异。后续分析将控制年龄与月收入变

量，确保组间差异分析有效。

（四）不同网络动员策略下因变量水平

表7呈现了不同网络动员策略下，因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整体而言，诱致型和宣传型策略在促进数字化合

作生产行为方面效果较好，在综合参与指标上显著高于

控制组和强制型策略。诱致型和宣传型策略下公众参与

行为变异性较大，个体反应差异显著。诱致型策略在提

升实际参与行为方面尤为突出。强制型策略未显示出显

著优势，控制组数据显示无特定策略时参与意愿较低。

（五）网络动员策略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

为验证假设H1-H6，以政府网络动员策略为自变

量，以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多组

方差分析。多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参见表8），不同

网络动员策略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

差异（F=16.46，p<0.001，η2=0.21，η2p=0.21，

ω2=0.19）。具体而言，诱致型（MD=-0.75，

p<0.001）和宣传型策略（MD=-0.67，p<0.001）显

著优于控制组，验证H2和H3；诱致型（MD=-0.7，

p<.001）和宣传型策略（MD=-0.62，p<0.001）亦显

著优于强制型策略。强制型策略与控制组无显著差异，

表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5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6　组间差异分析

模型 χ2/df CFI TLI SRMR RMSEA

三因子模型 56.9/32 0.97 0.958 0.045 0.064

二因子模型 319/34 0.661 0.551 0.119 0.208

单因子模型 335/35 0.642 0.54 0.122 0.211

注：三因子模型为趋近动机、回避动机、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二因

子模型为趋近动机+回避动机、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单因子模型为

趋近动机+回避动机+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传播意愿 193 4.01 0.75 1 5

行动意愿 193 4.01 0.95 1 5

可投入时间

天数
193 10.45 7.89 0 30

实际参与

行为
193 0.8 0.6 0 2

动员策略 193 1.73 1.47 0 4

趋近动机 193 5.19 1.28 1 7

回避动机 193 4.32 1.64 1 7

风险感知 193 2.97 1.08 1 5

变量 F值 p值
组别（中位数）

控制组 强制组 诱致组 宣传组

性别 3.66 0.418 1 2 1 2

年龄 5.33 0.002 24 26 27 27

政治

身份
3.19 0.365 2 2 2 2

所在地 1.31 0.962 1 1 1 1

教育

程度
1.64 0.242 5 5 5 5

月收入 6.19 <0.001 1.5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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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未获支持。诱致型与宣传型策略间差异不显著，效力

相近，H6未获支持。

（六）趋近/回避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中介路径分析，将网络动员策略为自变量（控

制组=0，强制型=1，诱致型=2，宣传型=3，按照等级

变量进行处理），趋近/回避动机为中介变量，数字化

合作生产行为为因变量，构建中介模型。使用Bootstrap

法（1000次）估计效应。

表9显示以趋近动机为中介，网络动员策略对数字

化合作生产行为（β=0.242，p<0.001）、趋近动机

（β=0.564，p<0.001）有显著正向效应，趋近动机

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效应（β=0.564，

p<0.001）；网络动员策略通过趋近动机对数字化合作

生产行为有显著间接效应（β=0.128，p=0.002）。

相较控制组，强制型组减少趋近动机（β=-0.0996，

p=0.029），进而减少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诱致型

（β=0.1251，p=0.007）和宣传型（β=0.0921，

p=0.042）增加趋近动机，进而促进数字化合作生产行

为，其中诱致型效应更大。H7a、H8a、H9a得到验证。

表9显示以回避动机为中介，网络动员策略对

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效应（β=0.295，

p<0.001），对回避动机有显著负向效应（β=-

0.218，p=0.002）；回避动机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

为有显著负向效应（β=-0.344，p<0.001）；网络

动员策略通过回避动机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有显著

间接效应（β=0.075，p=0.007）。相较控制组，诱

致型（β=0.072，p=0.017）和宣传型（β=0.067，

p=0.023）均减少回避动机，进而促进数字化合作生产

行为，H8b、H9b得到验证；强制型与控制组无显著差

异，H7a未获支持。

（七）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检验

⒈风险感知对“趋近动机→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的调节作用

分析风险感知对趋近动机和居民数字化合作生产

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趋近动机与风险感

知的交互项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

（b=0.06，p=0.136>0.05），H10a没有得到验证。

表7　不同网络动员策略下因变量水平

变量 分组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传播

意愿

控制组 48 3.69 0.55 2 4

强制组 50 3.92 0.97 1 5

诱致组 48 4.15 0.65 2 5

宣传组 47 4.28 0.62 3 5

行动

意愿

控制组 48 3.65 0.91 1 5

强制组 50 3.74 1.19 1 5

诱致组 48 4.31 0.66 2 5

宣传组 47 4.36 0.7 3 5

可投入

时间

天数

控制组 48 8.27 5.63 0 24

强制组 50 7.02 4.78 0 16

诱致组 48 13.58 9.02 0 30

宣传组 47 13.11 9.21 0 30

实际参

与行为

控制组 48 0.58 0.71 0 2

强制组 50 0.54 0.5 0 1

诱致组 48 1.19 0.57 0 2

宣传组 47 0.89 0.31 0 1

综合参

与指标

控制组 48 -0.36 0.65 -1.87 0.7

强制组 50 -0.32 0.81 -2.47 0.85

诱致组 48 0.39 0.64 -1.87 1.72

宣传组 47 0.31 0.59 -0.93 1.3

注：综合参与指标是通过对传播意愿、行动意愿、可投入时间天数及

实际参与行为四个标准化变量进行等权重简单加权平均得到的综合变

量，旨在综合评估个人在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中的总体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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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以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综合指标为因变量的事后比较分析结果

1 2 Mean Difference SE df t ptukey Cohen's d

控制组

- 强制型 -0.05 0.14 189 -0.33 0.988 -0.07

- 诱致型 -0.75*** 0.14 189 -5.39 < .001 -1.1

- 宣传型 -0.67*** 0.14 189 -4.78 < .001 -0.98

强制型
- 诱致型 -0.7*** 0.14 189 -5.11 < .001 -1.03

- 宣传型 -0.62*** 0.14 189 -4.5 < .001 -0.91

诱致型 - 宣传型 0.08 0.14 189 0.58 0.939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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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网络动员策略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路径分析

⒉风险感知对“回避动机→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的调节作用

分析风险感知对回避动机与居民数字化合作生产

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回避动机与风险感知

的交互项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亦存在显著影响（b=-

0.12，p<0.001），验证了H10b。简单斜率分析发现，

风险感知水平较高时，回避动机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

的负向效应较强；风险感知水平较低时，回避动机对数

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负向效应较弱。

五、发现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与边际贡献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探讨政府网络动员

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

究发现：①直接效应：公众愿“吃软不吃硬”。相较于未

采取动员策略，诱致型和宣传型动员策略能够显著促进公

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而强制型策略与对照组无显著差

异。②中介效应：公众习惯“趋利避害”。诱致型和宣传

型策略主要通过增强公众的趋近动机和降低回避动机而促

进合作生产行为，而强制型策略则通过削弱趋近动机抑制

合作生产行为。③调节效应：风险具有放大效应。风险感

知调节回避动机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高风险感

知将放大回避动机对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负向影响。

本研究的理论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丰富政府网络动员策略的理论内涵。本研究聚焦网络安

全情境，通过实证比较分析强制型、诱致型和宣传型三

种策略在激发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方面的差异化影响，

突破了目前学界主要基于定性分析、缺乏系统实证检

验[17,44]，以及聚焦单一情境（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研究局限[18]，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二

是对动员策略影响公众行为的内在机制做出补充。本研

究引入“趋近-回避”动机理论，发现网络动员策略是

通过影响公众的双向动机而间接发挥作用的，弥补了现

有研究简单假设动员策略对行为的直接影响或仅从情绪

角度分析的不足[45,46]，深化了对动员策略与公众参与行

为关系影响机理的认知。三是彰显了将情境因素纳入网

络动员理论框架的必要性。本研究揭示了风险感知在动

员策略影响中的边界作用，与现有风险放大效应研究结

论一致[47]，表明网络动员效果还受风险情境等外部因素

制约，为相关动员理论的精细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在本研究中，部分假设未得到验证，为解读相关现

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一，假设1未获支持，与既有研

究关于强制策略效果两面性的讨论相符，表明在网络环

境中，公众可能因规避风险和惩罚，以及从众心理而表

现出服从与合作。第二，假设6未获支持，与已有研究

强调物质激励非最优策略的观点一致，可能原因包括：

诱致型和宣传型策略在影响动机上具有相似路径；宣传

型策略倡导的道德规范可能激发更持久的内在动力，其

营造的集体主义氛围更契合网络情境；个体差异可能掩

盖了策略间的总体效应差异。第三，假设7b未获证实，

挑战了传统观点，表明强制措施可能不会显著增加公众

抵触情绪，外在压力的心理影响可能被高估，回避动机

路径 b S.E. 95% CI β z p

趋近动机

为中介

直接效应

网络动员策略→综合参与 0.1247 0.029 [0.068, 0.181] 0.242 4.36 <0.001

网络动员策略→趋近动机 0.1974 0.061 [0.078, 0.317] 0.227 3.24 0.001

趋近动机→综合参与 0.3352 0.033 [0.270, 0.400] 0.564 10.18 <0.001

中介效应
网络动员策略→趋近动机

→综合参与
0.0662 0.0214 [0.024, 0.108] 0.128 3.09 0.002

回避动机

为中介

直接效应

网络动员策略→综合参与 0.152 0.033 [0.088, 0.217] 0.295 4.62 <0.001

网络动员策略→回避动机 -0.243 0.078 [-0.396, -0.089] -0.218 -3.1 0.002

回避动机→综合参与 -0.159 0.030 [-0.217, -0.101] -0.344 -5.38 < .001

中介效应
网络动员策略→回避动机

→综合参与
0.0386 0.0144 [0.010, 0.067] 0.075 2.68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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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源自个体内在心理和经验。第四，假设10b未获支

持，可能因高风险感知导致群体对不确定性产生更多顾

虑，削弱了趋近动机的积极影响。

（二）实践启示

⒈采取多元化的网络动员策略，刚柔并济多管齐下

鉴于影响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动员策略多种多

样，建议动员主体如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等基于当地网

络状况，采取分类施策，运用强制型、诱导型和宣传型等

多种类型的网络动员策略，实现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并

加大诱致型和宣传型策略在网络动员体系中的构成比重。

具体而言，要构建“5+N”制度体系：以社会响应机制、

协调沟通机制、演练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5大基本

机制为主体，多项配套专项机制为辅助，形成覆盖各类主

体、功能完备的网络动员工作机制。这既明确了不同策略

的定位与运用，也为网络动员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优化策

略配置，提升网络安全的社会共治水平。

⒉完善公众数字化参与的软激励，强化动员策略柔

性导向

鉴于诱导型和宣传型策略在促进公众数字化合作方

面优势明显，建议构建软激励机制，运用信息激励、价值

激励和经济激励等方式增强公众的趋近动机。同时，还应

从提升网络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入手，加强正面宣传引导、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以增强这类软激励的针对性。具体

而言，相关部门应主动搭建任务对接、技能培训、资源保

障和表彰激励平台，打造公众数字化参与的良性生态，创

设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结合评选全国道德模范、网络管

理系统先进个人、最美志愿者、青年岗位能手优秀个人奖

等，开展重大典型的挖掘和表彰工作，以扩大正面宣传覆

盖面，不断完善和巩固公众数字化参与软激励机制。

⒊关注公众趋利避害心理机制，加强保障弱化回避

动机

针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中“趋利避害”的双

重心理机制特点，政府应重视其心理状态，主动采取措

施弱化公众的回避倾向，具体应构建制度信任、保障参

与安全、减少道德绑架，充分保障公众参与网络数字化

合作行为的自主化、安全化、规范化。首先，要加快网

络社会共治的法制化建设，确保网络治理社会动员依法

依规，不断提高网络管理社会动员规范化水平，增强公众

的制度信任感。其次，完善参与的安全防护体系，加大正

向激励，让公众看到主动行动的安全性保障。最后，注重

情感化动员，防止道德绑架与强制性命令，基于自愿原则

开展组织，让社会力量在宽松环境下主动承担责任。通过

制度、环境、情感等多方保障，弱化公众回避动机，充分

发挥社会力量在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⒋识别公众异质性特征，实施差异化风险认知教育

鉴于风险感知在动机与行为间的作用路径中存在放

大效应，使消极分子表现出极端差异，让怂人更怂，因

而开展差异化的风险教育势在必行。具体来说，要区分

目标群体的特征，分类施策。对于党员、社区工作者等

积极群体，采取深化赋能教育，推进其能动性；对一般

群众，以启发教育为主，培养基本判断力；而对于保守

群众，则需开展说服教育，化解消极情绪，汇聚社会共

识。此外，教育内容和形式要因人制宜，强调实战与趣

味性。在实施中，还需跟踪评估，优化策略，最终提高

社会整体的网络安全素养。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可改进之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本研究实验样本量仍可进一步增多，相关结

论可能受实验材料等的影响存在误差，未来可以进一步

开展不同网络情境的系列实验，增加结果的稳健性和可

推广性。

第二，本研究仅考察了政府网络动员策略的影响，

但一些研究已经发现社会文化特征、风险治理体系等对

合作生产的影响，如社会资本、宣传框架效应[27]等。未

来应综合考量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考察其对公众数字

化合作生产的影响。

第三，本研究探讨趋近动机与回避动机的中介作

用，然而政府动员策略对公众数字化合作生产行为的影

响是复杂的，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如政府信任[48]等的中介

作用，进一步深入剖析影响机制。

第四，本研究尚未对不同策略的组合效果进行研

究，然而现实中多种动员策略可能并存并发挥作用，未

来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这些策略交互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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